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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地区汉代丝绸之路沿线村落遗址空间

分布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李冀宁1，刘晚莹 
（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陕西  西安  710119） 

摘 要：主要运用历史文献分析法和 GIS 空间分析法，总结宁夏地区汉代丝绸之路沿线 98 个村落遗址空间

分布特征。结果表明：该区域村落遗址空间上已呈现 1 个集聚中心和 4 个次集聚中心，且在今固原市辖域

内形成一处“西北—东南”空间集聚分布区。古遗址具有较为明显的濒水特征，距水源 1 km 以内者占总数

的 54.08%，且多集中于坡度 2°~6°的丘陵、台地阳坡上。为更加准确地探求自然环境和人文社会各影响因

子对研究区域内村落遗址空间格局的影响作用，故引入地理探测器予以分析。可知除以水源为典型代表的

自然环境等要素制约村落的形成与发展外，中心聚落和交通区位共同构成主要影响因素，前者更是主导因

素。至迟于汉代，已出现人文社会诸要素对村落选址分布的决定程度远超自然环境各要素这一变化趋势。 

关键词：汉代；丝绸之路；村落遗址；空间分布；影响因素 

 

丝绸之路是起始于中国，连接亚洲、非洲和欧洲的古代商业贸易和文化交往陆路要道。

它由汉武帝时期张骞首次开拓，延续时间长，涉及范围广，历史价值大。宁夏地区虽位于我

国西北部自然环境较差且经济水平相对落后，但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有先民在此繁衍生息，并

留下以“菜园文化”为典型代表的丰富的历史文化遗存。西周时期，羌族、西戎等少数民族

纷纷于此过着“随畜而徙”的游牧生活。至汉代，该地区不仅是丝绸之路东段北道必经之地，

亦是中原文化、草原文化和大漠文化交汇之处，“左控五原，右带兰会，黄流绕北，崆峒阻

南，据八郡之肩背，绾三镇之要膂”，足见其地位之重要。 

我国近现代丝绸之路研究开始于 20世纪 70 年代，现有成果多以历史文献为主、辅以近

现代考古发掘报告作为资料来源，核心研究议题集中在道路沿革轨迹、兴衰变迁原因、经济

贸易成就、中外文化交流、城镇发展建设、民族关系演变、宗教民俗异同、作物传入传播及

出土文物保护等方面，这与丝绸之路研究自身交叉综合性特点有关[1]。近数十年来学界虽对

丝绸之路问题关注较多，研究对象也渐趋多元化，但缺少就其沿线分布古代村落空间文脉方

面分时段或划区域的综合性研究。现零星可见者又多以明清以降且保留至今的传统村落和传

统民居建筑为切入点[1–6]，然研究深度相对不足，研究内容过于宽泛，大多仅对村落形成发

展影响因素简单罗列，而不予深究[7–9]。另从研究区域来看，现阶段对宁夏地区丝绸之路所

作研究工作整体较为薄弱，研究成果不够丰富。无论是论文专著的刊发数量，亦或视野广度、

内容深度等发文质量都尚不如陕西、甘肃、新疆三地，这或与其并非丝绸之路中国段核心省

区地位有关。再者，目前定性研究居多却少有以庞大而精细数据信息为支撑的系统性实证研

                                                   
 

网络首发时间：2022-01-07 07:17:04
网络首发地址：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65.1103.X.20220105.1131.002.html

Administrator
高亮



究，这是丝绸之路研究领域亟待填补的不足。因此，应加强对宁夏地区历史时期丝绸之路沿

线村落建设发展及其相关史实的关注与挖掘，这无疑具有重要历史意义和学术价值。 

近年来，随着共建“一带一路”的内涵不断深化，学界关于丝绸之路的研究仍方兴未已，

其中尚有诸多问题需继续探索。在既有研究基础上,现代地理学所常用遥感影像、环境复原、

空间分析等新型技术手段与历史学、考古学、建筑学等传统学科体系相互交叉结合[10-14]，建

立完整的数据信息平台[15–17],借助技术方法优化数据处理路径[18–20],并尝试构建理论模型[21-

22]，从而为定量化、可视化、数字化阐释历史现象和看待历史问题提供了更新的思路和更多

的参考。鉴于此，本文主要运用历史文献分析法和 GIS 空间分析法，复原宁夏地区汉代丝绸

之路沿线村落遗址空间格局，总结分布特征，并引入地理探测器探究各影响因子对其的决定

程度，寻求最为重要的主导因素，以揭示自然地理环境及其各要素与人类活动的密切关系。 

1  数据与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 

两汉时期，丝绸之路东段北道开辟时间早于南道、中道，行程总长偏短，平坦易行，是

当时关中平原通往河西走廊的主干道，也是丝路东段南、中、北三条通道中最佳线路，在经

贸往来和文化交流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汉代丝绸之路东段北道路线在今宁夏境内长达近

200 km，这条道路经今宁夏南部地区，大致走向为：由甘肃平凉进入宁夏境内后，经嵩店、

瓦亭、青石嘴、开城到固原城区，再往北过三营抵海原县城、黑城，沿苋麻河穿郑旗、贾塘

至海城，继续向西逾西安州、干盐池出甘肃靖远[23]。在此基础上，综合考虑当时政治、经济、

文化等方面影响辐射范围，遵循不破坏县（市、区）行政辖域原则，确定以宁夏地区汉代丝

绸之路所经今固原市 1 区 2 县（即原州区、彭阳县和泾源县）和中卫市 1 县（即海原县）为

本文研究区域范围（图 1）。 

 

注：本图基于由全国地理信息资源目录服务系统（www.webmap.cn）1:1000000 全国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库

下载的审图号为 GS（2016）2556 号标准地图制作而成，底图无修改。下同。 

图 1  研究区域 

Fig.1  Study area 

1.2 村落遗址认定标准 

目前学界普遍认为，村落实则是一种相对于城邑而言的聚落单位概念，“中国古代的村



落就是城乡分化之后存在于城市之外的所有聚落”[24]。至迟于秦朝，“县–乡–里”这一地

方行政体制已逐步成型并于全国推行。到汉代，村落发展则趋于成熟，县以下乡、里所辖行

政区域尽为乡村社会形态，“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长。十亭一乡……县大率方百里，其民稠

则减，稀则旷，乡、亭亦如之，皆秦制也”[25]。可见，乡里之制既成定制，十分完备，俨然

成为秦汉乡村社会的基本组织单位。此时的村落是相对于城郭来说更为广泛的存在。时人多

称之为“聚”，或有“落”、“邑”、“格”等称谓，“伯音阡陌，格音村落。言阡陌村落皆置长

也”[26]。汉代村落遗址遍布全国各地，但经过发掘的很少，特别是有较为详细完整考古发掘

情况的个案资料更为鲜见。因此，对汉代村落遗址全貌很难清楚地了解。然聚落考古学研究

已表明，村民往往同处一个村落共同体中，有关日常生产生活方面的住宅、窖穴、水井、陶

窑、广场、道路、庙宇、村墙、壕沟、墓地诸内容均是当时村落的基本构成。其中，住宅与

坟茔是村落最为核心的构成要素，无住宅则无村落，无坟茔也不成其为村落[24]。换言之，坟

茔是古代村落形态中最为稳定的单元，是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凡有村落处必有坟茔，且多

邻近村居，正如晁错《上文帝移民徙边疏》所言：“为置医巫，以救疾病，以修祭祀，男女

有昏，生死相恤，坟墓相从，种树畜长，室屋完安，此所以使民乐其处而有长居之心也”[25]。 

如是，按已勘汉代城址遗迹及其它史料记载，除现已发掘各类汉代县级（含县级）行政

区划以上驻地（包括都城、郡都尉治、县治）、宫观建筑（群）、长城等军事防御设施及诸如

驿馆、卫城等人口达到一定规模、主要从事非农业生产活动的居民聚居地辖域按实勘范围而

论，本文以规模较大城邑不超 1.0 km
2
、规模一般城邑面积 0.1 km

2
左右、规模较小城邑范

围至大为 0.01 km
2
作为非汉代乡村区域。又查阅《西汉安定郡属县治城新探》[27]、《汉书》

[25]以及已有考古调查报告等文字资料，又参照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成果之《中国文物地图

集·宁夏回族自治区分册》[28]中大量序图、专题文物图、市县文物图和重点文物图，如《宁

夏回族自治区历史图（一）》，确定出宁夏地区汉代丝路沿线高平等郡县治所、瓦亭故城等关

堡要塞及回中宫等皇家宫苑各类汉代城邑位置范围。基于此，在各类汉代城邑城域以外范围，

且有可作为直接判定标志的古遗址，包括白灰居住面、红烧土层、夯层、灰坑、灰层、砖瓦、

柱础石、铺地砖、灶坑、圈栏、水井、水渠、围沟、村墙、广场、庙宇、道路、窑场、窖藏、

粮食朽壳、动物骸骨、工艺装饰品、生产工具及日常生活用具（出土物件数量较多，或为不

可移动、较难移动的单件）等相关居址信息，亦或可视为间接指代指标的古墓葬（群）为汉

代村落遗址，并以此作为本文择址选点标准。需要强调的是，为避免发生重复认定情况，则

视古遗址和古墓葬（群）同名者、非同名古遗址和古墓葬（群）或非同名古墓葬（群）之间

直线距离≤500 m 者为同一村落遗址点。 

1.3 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文以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成果之《中国文物地图集·宁夏回族自治区分册》所列各文

物单位简介为主要依据，并查阅补充《固原县志》[29]《固原地区志》[30]《泾源县志》[31]《彭

阳县志》[32]《海原县志》[33]以及《彭阳县文物志》[34]等沿途市县地方方志、文物志中的有关

内容。同时，继续增添《彭阳县志（下卷）》[35]《原州区文物志》[36]和《彭阳历史文物》[37]

等近来公开出版史籍专著章节及附录名录中的最新内容，对中卫、固原二市县（市、区）内

符合上述汉代村落遗址点筛选标准的文物单位予以归纳整理。并结合《宁夏回族自治区全国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自治区文物保护单位图》、《宁夏回族自治区已发掘的重要古遗址和古墓



葬图》、《宁夏回族自治区秦汉遗存图》等专题文物图[28]和中卫、固原二市下辖各区（县）文

物图参照比对，使用 BIGEMAP 软件获取宁夏地区汉代丝路沿线村落遗址地理坐标，最终提

取出 98 条遗址遗存点数据。 

本文研究区域大部分位于六盘山区，历史时期地貌状况较现代未发生较大变化，故地形

数据采用地理空间数据云网站（http://www.gscloud.cn/）GDEMV2 30 m 分辨率的 DEM 数据。

在 ArcGIS 10.2 地理信息系统软件中加载 DEM 数据进行处理，以获取研究区域内坡度、坡向

和起伏度的分布状况。因现已知的 98 个村落遗址点地理坐标主要依据各遗址遗存的中心经

纬度而确定，故以此点数据进一步提取出其相应所处位置的坡度、坡向和起伏度数据作为各

村落遗址所在地形地貌区的典型代表；汉代水源数据主要由河流、湖泊共同构成。研究区域

内河流总体流向与历史时期基本一致，则以《水经注》[38]、《中国历史地图集》[39]为基础，

参照现代河网数据保留自然河流，绘制出汉代河流。又据今人研究成果[40]，补绘汉代湖泊，

以最大限度复原当时水源基本情况；研究区域内汉代道路主要包括有瓦亭道、鸡头道、回中

道、茹河道、泾河道和河陇北道，其矢量数据基于河陇地区历史交通研究成果[41-46]中提及的

汉代道路途经地点、现存遗址遗迹等基础信息最终生成。此外，考虑研究区域多处于山地地

带，古道整体走向变化不大。则既有研究资料不足者，可依据地形地貌状况再结合现代道路

补充完善，尽可能地复原出该地区汉代主要交通网络；现代行政区划边界、河网与道路数据

均来源于全国地理信息资源目录服务系统（www.webmap.cn）1:1000000 全国基础地理信息数

据库（https://www.webmap.cn/main.do?method=index）。以上所有数据均为 WGS–1984 坐标

系，并采用阿尔伯斯（Albers）等积圆锥投影。 

1.4 研究方法 

主要运用历史文献分析、平均最邻近指数和核密度估计方法认识村落遗址空间分布特征。

在探究村落遗址空间分布影响作用时，则采用地理探测器单因子分析来确定各影响因子决定

程度强弱。 

1.4.1 历史文献分析 

多角度、多途径、多手段搜集查阅各类史料文献，从而最大限度地满足原始数据积累。

再依照相应标准科学合理地筛选整理现有资料，实现数据标准化处理。 

1.4.2 平均最邻近指数 

采用平均最邻近指数（Average nearest neighbor，ANN）来判别村落遗址空间分布状况

是随机结果亦或为集聚影响。主要将村落遗址点的中心及其最近邻村落遗址点间的平均距离

与假设随机分布情况下的期望平均距离进行比较，获取二者比值即平均最邻近指数𝑅𝑛。其公

式如下[47]： 

𝑅𝑛 =
�̅�O

�̅�E
=

2√𝑛 𝐴⁄

𝑛
∑ 𝑑𝑖
𝑛
𝑖=1              （1） 

式中：�̅�𝑂为村落遗址点与其最邻近村落遗址点距离的平均值；�̅�𝐸为村落遗址点随机分布情

况下的平均距离；𝑑𝑖为村落遗址点 i与其最邻近村落遗址点间的距离；n为村落遗址点数量，

A为研究区面积。若𝑅𝑛＜1，村落遗址分布特征为聚类；反之，若𝑅𝑛＞1，则分布特征趋向离

散。 

1.4.3 核密度估计 

核密度估计（Kernel density estimation，KDE）是一种应用较为广泛的密度分析方法，



可用于计算要素在其周围邻域中的密度。通过空间平滑技术处理离散的点状数据，再根据单

位空间范围内点的密度估算出样本点周围邻域中的密度，并将其拟合成光滑表面[48]。它能有

效反映研究区域内村落遗址空间集聚特征，核密度值越高，分布越集中。 

1.4.4 地理探测器 

地理探测器是探测空间分异性，并解释其背后驱动力的一组统计学方法，可利用其因子

探测工具分析自然诸要素和人文诸要素对村落遗址分布的影响作用。因子探测用于探析某因

子 X在多大程度上解释了属性 Y的空间分异[49]。使用 q值度量，其表达式为： 

𝑞 = 1 −
∑ 𝑁ℎ𝜎ℎ

2𝐿
ℎ=1

𝑁𝜎2
= 1 −

SSW

SST
            （2） 

式中：h=1，…，L 为变量 Y 或因子 X 的分层（Strata），即分类或分区；Nh和 N 分别为层 h

和全区的单元数；𝜎ℎ
2和𝜎2分别为变量 Y在层 h和全区的方差；SSW 和 SST 分别表示层内方

差之和及全区总方差；q的值域为[0,1]，q值越大，表示 X和 Y的空间分布越一致，自变量

X对属性 Y的解释力越强，反之则越弱。 

2  结果与分析 

2.1 村落遗址空间分布特征 

使用 ArcGIS 10.2 地理信息系统软件平均最邻近距离工具，可计算出村落遗址平均观测

距离为 3950.62 m，期望平均距离为 5393.84 m，平均最邻近指数𝑅𝑛为 0.73。满足𝑅𝑛<1，z值

为-5.07，且 p值为 0，表明研究区域内村落遗址呈集聚分布。进而利用 ArcGIS 10.2 地理信

息系统软件核密度分析工具，在对搜索半径多次赋值试验后，最终确定以 10 km 为搜索半径

对宁夏地区汉代丝路沿线村落遗址集聚分布情况以分析处理，效果最佳，并获得遗址点核密

度空间分布特征（图 2）。 

 

图 2  宁夏地区汉代丝绸之路沿线村落遗址核密度空间分布特征 

Fig.2  Spati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nuclear density of village sites along the Han Dynasty Silk Road in 

Ningxia 

如图所示,汉高平城西南广大地区，即今原州区开城镇、中河乡一带，核密度值最大，空

间集聚度最高，是整个宁夏地区汉代丝路沿线村落遗址分布唯一一个集聚中心。此外，还有

4 个次集聚中心，其分别为：（1）汉朝那城西南山地地带，即今彭阳县古城镇、新集乡一带；

（2）汉朝那城东茹河河谷，即今彭阳县城阳乡一带；（3）汉高平城东南与朝那城北之间山

地地带，即今原州区河川乡一带；（4）汉高平城西北西河河谷（直线距离约 100 km），即今

Administr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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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原县西安镇一带。其中，今固原市所辖的 1 个集聚中心和 3 个次集聚中心已共同构成了一

处“西北—东南”空间集聚分布区。若以汉高平城为界分析可知，其以北村落遗址分布密度

为 0.0035 个·km-2，其以南村落遗址分布密度则为 0.0554 个·km-2，北部分布密度值亦远小

于南部。综上所述，宁夏地区汉代丝路沿线村落遗址在整体空间格局上具有集中分布且南多

北少的显著特征。 

2.2 村落遗址空间分布影响因素 

气候、地貌、水源、光照等自然地理条件往往是早期人类选择居址决定性因素之一，且

在良性自然状态下，村落分布状况与人文社会因素同样密不可分。村落空间格局形成、发展、

演变等过程受各种因素共同影响和制约，各因素之间存在着复杂而紧密的联系。综合考虑本

文研究范围区域特征、数据易获取性和指标代表性，从坡度、坡向、起伏度、水源、交通区

位和中心聚落 6 个方面对宁夏地区汉代丝绸之路沿线村落遗址空间分布结果以分析认识。 

2.2.1 坡度 

一般而言，坡度是影响早期聚落选址及其空间分布的重要因素[50-51]。汉代村落多以农业

生产为主，耕地坡度对这一时期村落选址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按《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技

术规程》中对耕地坡度的分级方法[52]，可分为<2°（Ⅰ）、2°~6°（Ⅱ）、6°~15°（Ⅲ）、15°~25°

（Ⅳ）和>25°（Ⅴ）5 个级别。目前，除Ⅴ级坡度无村落遗址，其余各级坡度村落遗址数量

分别占总数的 6.12%、54.08%、34.70%和 5.10%。若按毕硕本等人分级方法[53]，则可将坡度

分为<1°、1°~3°、3°~6°、6°~10°、10°~15°及>15° 6 个等级，再进一步将坡度分为＜3°为非常

适宜、适宜人类居住，3°~6°为较适宜人类居住，6°~10°为不太适宜人类居住三类。按此分类，

除无坡度<1°的村落遗址外，其余各级村落遗址数量分别占总数的 20.41%、39.80%、23.47%、

11.22%和 5.10%。可见，研究区域内村落遗址所在位置不同于郑洛等地势平坦地区，其更趋

于选择略有坡度范围内。该区域以山地地带为主，虽地势平坦之处便于出行、取水以及从事

农业生产等日常活动，然也因这类地形自然条件较好却范围有限，故偏向于将其辟为耕地以

解决首要生计问题，而非在此居住。同时，宁夏南部属季风气候区，降水多集中，择略有坡

度之处定居既可最大限度避免泥石流、山体滑坡等地质灾害的侵扰，又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弱

洪涝等不良影响，保证排水畅通。概之，因自身环境特性，研究区域内村落遗址多在坡度 2°~6°

范围内。 

2.2.2 坡向 

坡向对于山地人居环境的作用较低地平原更为明显。就北半球而言，为获取更长的日照

时数和更强的太阳辐射，选址定居通常以坐北朝南或尽可能面南为理想方位。现以坡向

90°~270°为光照条件良好、坡向 45°~90°和 270°~315°为光照条件一般，坡向 0°~45°和

315°~360°为光照条件偏差对所生成的村落遗址坡向数据予以分类，并依次统计不同坡向区

间内遗址点数量，其分别占总数的 73.47%、17.35%和 9.18%。此外，村落遗址是由古遗址和

古墓葬（群）两大部分组成。若以 90°~270°为阳坡，其余为阴坡，则可知：虽古遗址和古墓

葬（群）处阳坡者均占半数以上，但古墓葬（群）于阴坡比例明显高出古遗址，前者占比达

35.19%，后者尚不足其一半，仅 15.91%；而村落遗址于阴坡者中，古墓葬（群）数量占比

已高达 73.08%（表 1）。古代坟茔择址除重视邻近村居这一原则，还常在大方向上体现着阴

宅特性，如坟茔之依山而建则多在山之阴[2]。如上述分析，研究区域内村落遗址恰反映了“阳



宅阴坟”的特点。 

表 1  各坡向村落遗址分布数量及其所占百分比 

Tab.1  Distribution quantity and percentage of village sites in each slope direction 

坡向/° 村落遗址/个 百分比/% 古遗址/个 百分比/% 古墓葬（群）/个 百分比/% 

90~270 72 73.47 37 84.09 35 64.82 

45~90 13 13.27 3 6.82 10 18.52 

270~315 4 4.08 2 4.55 2 3.70 

0~45 6 6.12 1 2.27 5 9.26 

315~360 3 3.06 1 2.27 2 3.70 

2.2.3 起伏度 

起伏度可反映宏观区域地表起伏特征，是定量描述地貌形态、划分地貌类型的重要指标

[54]。首先使用均值变点法计算确定最佳统计单元，即为 18×18，并运用 ArcGIS 10.2 地理信

息系统软件邻域分析工具提取该统计单元下的起伏度数值。再参考中国陆地 1:1000000 数字

地貌分类体系中的基本地貌类型分类[55-57]，按起伏度<30 m 为平原、30~70 m 为台地、70~200 

m 为丘陵、>200 m 为山地依次划分。 

因研究区域内起伏度均未超过 200 m，故只包括有平原、台地、丘陵三种地貌类型。经

统算，丘陵地貌村落遗址分布数量最多，共 57 个，占总数的 58.16%；34.69%村落遗址分布

于台地上；而仅有 7.14%村落遗址地处平原地区（表 2）。其中，丘陵和台地多于汉高平城以

南，汉高平城以北则主要为平原地貌。结合前文所述，汉高平城以南村落遗址集聚程度远高

于其以北地区，这与村落遗址起伏度分布特征基本一致。宁夏南部属半湿润、半干旱气候区

交界地带，南部六盘山区地处半湿润区，而其北为半干旱区。就水资源条件而言，南部明显

优于北部。该区域位于黄土高原边缘地带，土质疏松，降水多集中且河流冲刷切割作用较强。

在保证水源供应基础上，择地势高卬且相对平坦丘陵、台地而居，在一定程度上可降低致灾

隐患。再者，宁夏南部位据咽喉要冲，“北控塞外，南屏关中”，是边地游牧少数民族和中原

农耕封建王朝必争之地，村落自身安全防御功能在这一背景下渐予强化。自西汉晚期，尤其

东汉末年以来，为满足防御而筑的村墙开始兴起并不断发展。根据迄今发掘的汉代村落遗址

保存现状来看，以黄土夯筑为主的围墙遗迹已有出现，还不乏壕沟等其它维护村落安全的基

础保障设施。相较于同时期远离战争威胁的中原腹地，应对对外防御要求成为当地村落建设

一大特点。则，该区域村落多建于地势高亢且略有坡度的丘陵、台地上，除考虑规避自然灾

害影响外，凭借山险屏障，居高临下，便于攻防，亦是积极发挥防御守卫作用在这一选址原

则上的体现。综上，地形起伏较大的汉高平城一带及其以南区域多村落遗址分布。 

表 2  各地貌类型村落遗址分布数量及其所占百分比 

Tab.2  Distribution number and percentage of village sites of various geomorphic types 

地貌类型 村落遗址/个 百分比/% 

平原 7 7.14 

台地 34 34.69 

丘陵 57 58.16 

 



2.2.4 水源 

使用 ArcGIS 10.2 地理信息系统软件邻近分析功能，可计算出村落遗址点距水源的欧氏

距离。结果表明，村落遗址点距水源 1 km 以内者，共 53 个，占总数的 54.08%；有 29 个村

落遗址点距水源 1~3 km，占比为 29.59%；而距水源 3~5 km 和大于 5 km 的村落遗址点各有

14 个、2 个，分别占总数的 14.29%、2.04%。临近水源以便取水灌溉，是人类择址定居基本

原则之一。特别是在干旱、半干旱气候区，河流、湖泊等天然水源极其重要，村落选址往往

会呈现出较为明显的濒水特征。由此可见，水资源状况同样是影响该区域村落遗址空间分布

的重要因素之一。 

2.2.5 交通区位 

一般而言，邻近交通道路会为古代村落提供对外传播与交流的便利条件。在复原研究区

域内汉代交通要道的基础上，计算出村落遗址点距道路的欧式距离。再按二者所距距离划分

＜1 km、1~3 km、3~5 km、＞5 km 4 个等级，相应各级村落遗址分布数量分别为 34 个、23

个、11 个、30 个。在相距 5 km 距离范围以内，村落遗址分布数量与其距交通道路距离呈反

比，即距交通道路越远，受交通区位辐射作用越小，遗址点数量越少（图 3）。但在相距当距

离大于 5 km 距离范围时，遗址点数量反而增加，占总数的 30.61%。由此可知，交通区位对

空间距离的作用应存在一个阈值。若超过这一阈值，交通区位对村落遗址空间格局形成与发

展的影响便会减弱，从而转由其他因素主导。 

 

图 3  距交通道路＜5km 村落遗址分布数量 

Fig. 3  The number of village sites less than 5km away from traffic roads 

2.2.6 中心聚落 

本文以研究区域内各类汉代县级（含县级）行政区划以上驻地（包括都城、郡都尉治、

县治）、宫观建筑（群）、长城等军事防御设施及诸如驿馆、卫城等城邑辖域为中心聚落范畴。

中国择址筑城历史悠久。这些较高等级聚落集政治核心、经济枢纽、文化圣地和军事重镇等

多种功能于一体，往往能凭借其自身在区位条件、生产资源、人口规模等方面的一己之兴衰

而决定某一国家或地区的历史发展进程，足见其历史地位举足轻重。具体来说，中心聚落多

发挥吸收各类优势自然资源和社会便利条件的效能，促使周边区域人力、资源、技术等生产

生活要素向其集中聚合。同时，中心聚落又具有一定输出扩散功能，通过扩散效应带动并实

现相关区域的新兴与发展。 

现将村落遗址距中心聚落距离以每 10 km 为间隔划分成 6 个等级：<10 km、10~20 km、

20~30 km、30~40 km、40~50 km、>50 km。经分析，在相距 50 km 距离范围以内，村落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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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数量与其距中心聚落距离呈明显负相关（图 4）。此外，汉高平城西南一带是宁夏地区

汉代丝路沿线村落遗址唯一集聚中心，且在汉高平城址、汉朝那城址、汉南山堡城址和汉闫

家庄城址 4 个中心聚落附近已形成一处“西北—东南”空间集聚分布区。显然，政治清明、

经济繁荣、文化昌明之地，能有效带动周边地区兴起发展。元鼎三年（公元前 114 年），汉

武帝为加强西北边防，置安定郡，治高平（即今固原市城区）。作为全郡政治、经济、军事

中心，城坚池深，素称“高平第一城”。目前，曾出土过汉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瓦

当及铺地花纹方砖等建筑材料，另有五角形、圆形、曲尺形等陶排水管道，足见高平作为当

时州郡级城池建设规格之高，设备之齐全。终汉一代，高平始终是关中通往河西走廊、大漠

南北的交通枢纽，集政治祭祀、经济贸易、军事防御和社会管理等多种功能于一体，彰显区

域性中心城市独特地位，实现城镇对乡村的吸引与辐射。可见，较高等级中心聚落往往会促

使较低等级普通聚落围绕其集聚发展。 

 

图 4  距中心聚落＜50 km 村落遗址分布数量 

Fig. 4  The number of village sites less than 50 km from the central settlement 

同时，而与中心聚落相距 50 km 以上时，村落遗址分布较多，共 20 个，占总数的 20.41%。

且需强调的是，这 20 个相距＞50 km 距离范围的村落遗址均在汉高平城以北地区（图 5f），

并于今海原县西安镇一带形成了 1 个村落遗址次集聚中心。对其产生辐射作用的中心聚落

暂不在本文研究区域内，而属其他邻近行政区域，故未在图中标明。若将邻近行政区域中心

聚落纳入计算，亦可得出负相关结论。譬如，结合史料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现状，这一现象

之所以出现，除因该地占据河网遍布、地势和缓等较为优越自然条件，更赖于积极发挥盐资

源贸易及盐道运销经济效益。“纵观中外的历史文化经历，每一个地方的历史都与盐有关，

无论是迁徙民族还是游牧民族，都与盐池尽可能地靠近……游牧民族的路线不仅以水源为依

赖，而且是以盐的资源为基础建立起来的”[58]。位于今中卫市海原县西部的干盐池，又名甘

盐池,是汉唐时期著名的河池，四周环山，中原坦夷。该地曾出土汉唐时期石碑载有“八节

景”诗句，曰：“定戎古寨几千秋，四壁青石遮古州。北寺神泉滴绿水，南山石沟卧金牛。

西湖吐玉无价宝，东海碧波水倒流。四季不断八节景，好似百鸟朝凤楼。”展现出这里所蕴

藏的盐、泉及矿石等丰富自然资源。汉代，干盐池已是全国具有影响的产盐地之一，所产之

盐销至今固原、西安、兰州、西宁等周边各地。干盐池不仅是当时丝绸之路必经之地，其食

盐贸易更使得依托盐湖而衍生的盐茶马古道纵横交错。作为盐业商贸重镇，干盐池与盐茶马

贸易直接发生经济关系，加强人口流动，促进社会兴盛。今干盐池管委会附近的东堡子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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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曾出土有汉五铢钱多枚。 

3  讨 论 

为更准确探求各影响因子对研究区域内村落遗址空间分布决定程度，寻求最为重要的主

导因素，运用地理探测器工具[59]依次按照坡度、坡向、起伏度、距水源距离、距交通道路距

离、距中心聚落距离的分类等级值对 X 进行离散化处理（图 5），并分别进行单因子探测。

鉴于现存村落遗址自带考古遗存特性，故采用毕硕本等[60]的方法，将小于各要素均值且遗址

点核密度值为零的采样点排除，求得各影响因子对村落遗址核密度分布决定程度由强到弱依

次为：距中心聚落距离＞距交通道路距离＞距水源距离＞坡度＞坡向＞起伏度，且各影响因

子的 p值均通过了 0.01 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表 3）。 

 

图 5  村落遗址与各影响因子空间分布 

Fig. 5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village site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表 3 各影响因子单因子探测结果 

Tab. 3  Single factor detection results of influence factors 

影响因子 坡度 坡向 起伏度 
距水源距

离 

距交通道

路距离 

距中心聚

落距离 

q值 0.0979 0.0841 0.0682 0.2013 0.3161 0.3408 

P值 0 0 0 0 0 0 

Administrator
高亮



注：q值为因子 X 对村落遗址空间分异的影响程度；p值为对应 q 值的显著性程度。 

距水源距离是影响最大的自然环境因子，达 20.13%，反映出汉代村落选址具有较为明

显的近水性，这与早期聚落选址特征有较大相似性[61]。水源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要素之

一，其重要性在干旱、半干旱地区尤为显著。终汉一代，生产力与技术水平虽较史前时期均

已有较大跨越，但人类对水源等基本生存条件的依赖性和需求性仍很大。可见，该地区汉代

村落选址首要考虑的自然环境因素仍为水源，可谓“向水而生”。水源是影响村落兴衰的关

键因素，具有重要导向性。 

坡度、坡向、起伏度同属地形因子，其对该地区村落遗址空间分布决定程度总体差别不

大，且相对偏弱，各数值均在 10%以下。结合研究区域干湿环境和地形分区来看，以汉高平

城为界，其以南六盘山区属于半湿润区，以北黄土高原丘陵区及地势相对平坦的清水河洪积

—冲积平原区则为半干旱区，而村落遗址大多分布于南部丘陵、台地上，同为丘陵、台地地

貌的北部广大地区却少有村落遗址。可见，在地形条件相似地区，村落遗址分布状况却截然

不同，则地形因子或非为影响该地区村落遗址空间分布主要因素。另需指出的是，本文所筛

选认定的村落遗址包括有相当一部分数量的古墓葬（群），以此作为间接指代指标使用。而

历史时期聚落与坟茔在坡向择址原则上存在一定本质区别，进而导致坡向和村落遗址空间分

布相关性分析结果可能偏小。因此，使用地理探测器探讨坡向对村落遗址空间分布决定程度

时应更为谨慎。 

距中心聚落距离和距交通道路距离对村落遗址空间格局的决定程度远大于其它影响因

子，分别为 34.08%和 31.61%。通常情况下，中心聚落往往是国家或地区集政治、经济、文

化、交通和军事为一体的综合性区域中心所在。这一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能为村落的兴起与

发展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吸引人口聚居，促使村落形成。道路交通条件反映着不同区域之

间与区域内部联系的通达程度，也是居民点彼此之间进行各种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活动

的重要通道和纽带。在秦既有道路基础上，汉代陆路交通线路由少到多，逐步开辟、延伸，

并不断演变发展为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无论是自发选择还是被迫迁移，邻近交通孔道都会

为古代村落提供对外传播与交流的便利条件，进而对其空间分布格局产生一定影响。概之，

中心聚落和交通区位二者相互作用，共同构成影响该地区村落遗址空间分布的主要影响因

素。其中前者影响作用更为显著，是最为重要的主导因素。 

相较于人为因素作用结果，早期聚落在形成、发展、演变等过程中更易受气候、地貌、

水源、光照等诸多自然环境因素制约。换言之，自然环境因素往往是影响早期聚落选址的首

要条件。因本文只关注同一时间尺度下村落遗址空间分布特征及其相关问题，时段单一且时

间较短，气候要素影响作用不大，则暂不予讨论。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韧性呈增强趋势，

人地关系演变的主导因素也整体呈现由自然因素向人为因素的偏移[62]。不同于史前聚落时

期，至迟于汉代，人文社会诸要素的决定程度在整体上已远超以水源为典型代表的自然环境

各要素。虽仍以小农经济为主导，但人类主观能动性不断增强，逐渐具备一定有意识地利用

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自然环境本身是否优越已不再是唯一或首要衡量标准。因此，在探

讨历史时期各种地理事物或地理现象形成与演变问题时，人文社会自身影响作用应被予以重

视。 

 



4  结 论 

（1）研究区域内汉代村落遗址共计 98 个，形成 1 个集聚中心，即今原州区开城镇、中

河乡一带，以及 4 个次集聚中心，即今彭阳县古城镇和新集乡一带、今彭阳县城阳乡一带、

今原州区河川乡一带与今海原县西安镇一带。其中，今固原市所辖的 1 个集聚中心和 3 个次

集聚中心已共同构成了一处“西北—东南”空间集聚分布区。究其形成原因，除自然环境影

响作用外，更与秦汉以来交通区位、中心聚落等诸多人文社会因素密切相关。 

（2）研究区域内汉代村落遗址空间分布格局受坡度、坡向、起伏度和水源等自然要素

制约。古遗址具有较为明显的濒水特征，距水源 1 km 以内者占总数的 54.08%。因研究区域

地理环境自身特性，古遗址多分布于坡度 2°~6°、坡向 90°~270°光照条件良好的丘陵和台地

上。 

（3）运用地理探测器能更准确量化分析各影响因子对研究区域内村落遗址空间分布决

定程度。目前，按单因子探测结果由强到弱依次为距中心聚落距离、距交通道路距离、距水

源距离、坡度、坡向及起伏度。其中，距中心聚落距离和距交通道路距离影响程度远大于其

它因子，二者共同发挥着主要影响作用，前者更是主导因素。可见，至迟于汉代，虽仍受自

然条件所限，人类主观能动性却愈发凸显，并渐成影响村落形成发展的关键因素。 

目前，考古发掘资料之欠缺为本文所遗憾者，仍可继续深入探究。关于汉代聚落考古个

案资料明显较少，特别是较为完整的普通聚落即村落遗址发掘十分少见。故，本文只能进行

相关初步研究，而难就汉代乡村社会以更深入探讨。此外，因暂只能主要依据现已公开出版

的沿途市县地方方志和文物志中的有关内容及近来公开出版史籍专著章节与附录名录中的

最新内容进行相关研究，则应考虑数据来源局限性对本文结论的影响。随着考古发掘工作不

断深入，现有资料不断更新完善，某些结论还有待进一步论证与检验，从而更加准确地推原

出宁夏地区汉代丝路沿线乡村社会发展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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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village sites along the Silk Road in the Han 

Dynasty in Ningxia 

LI Jining, LIU Wanying 

(Northwest Institute of Historical Environment and Economic-Social Development,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119, Shaanxi,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mainly uses historical literature analysis and GIS spatial analysis to summarize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98 village sites along the Han Dynasty Silk Road in Ningxia. The results show that a 

concentration center and four sub-concentration centers have been presented in the area of village sites, and a "one"-

shaped spatial concentration distribution zone has been formed in the domain of the present-day Guyuan city. The 

ancient site has more obvious water-frontal features, accounting for 54.08% of the total number of people within 

1km of the water source, and mostly concentrated in the hills and the yang slopes of Tai di, with a slope of 2 to 6 

degrees. In order to more accurately explore the role of the influence factors of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and human 

society in the study of the spatial pattern of village sites in the study area, geographical detector were introduced to 

analyze them. It can be divided by water source as a typical representative of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and other 

factors restricting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villages, central settlement and transportation location together 

constitute the main driving force, the former is the main control factor. By the Han Dynasty, there has been a trend 

of the humanistic and social factors to decide on the location distribution of villages far more than the elements of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Abstract: The issue of the Silk Road has always been one of the focuses and hotspots in the field of history research, 

but there is a lack of comprehensive quantitative research on the time division or regional division of the spatial 

context of the villages in the Middle Ages along the Silk Road, which is a deficiency that needs to be filled in the 

research field of the Silk Road. In history, compared with a number of large and medium-sized cities, ancient villages 

exist more widely and generally. It is not only a place for people to produce labor, live and carry out various social 

activities, but also a microcosm of the ancient middle and lower class society. It also carries rich and broad historical 

information and cultural connotations. It is mainly established by geography or blood relationship and has 

maintained the cultural identity and national identity of Chinese descendants for thousands of years. Taking 98 

village sites along the Silk Road in the Han Dynasty in Ningxia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comprehensively uses 

historical literature analysis, GIS spatial analysis and geographical detector technology to restore and summarize the 

overall spati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village sites on the basis of completing the selection of basic geographic 

information of village sites and preliminary vectorization of relevant auxiliary analysis data such as topography, 

water sources, roads and cities, and then analyzes and explores the six influencing factors of slope, aspect, fluctuation, 

water source, traffic location and central city and their determination degree on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village 

sit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are 1 agglomeration center and 4 sub-agglomeration centers in the area, and a ' 



northwest-southeast ' spatial agglomeration area is formed in the jurisdiction of Guyuan City. The ancient ruins have 

obvious water-enduring characteristics, accounting for 54.08 % of the total number of people within 1 km from the 

water source, and are mostly concentrated on hills and terrace sunny slopes with slopes of 2° – 6°. At the same time, 

in addition to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and other factors that are typically represented by water sources that restrict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villages, central settlements and traffic locations constitute the main factors, and 

the former is the dominant factor. It can be seen that in the man-land relationship in the medieval village stage, the 

superiority of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itself is no longer the only or primary measure, and the influence of the 

humanistic society itself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obvious. As a result, no later than the Han Dynasty, there has 

been a trend that the determination of various elements of humanities and society on the loca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villages far exceeds that of various elements of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In view of this, as the existing data are 

constantly updated and improved, and relevant research is constantly in-depth and meticulous, the development of 

ancient rural society along the Silk Road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factors and 

human activities still need to be further explored. 

Key words: Han Dynasty; Silk Road; village sites; spatial distribution; influencing factors  

 

 

 


